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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代际创业是破解家族企业传承困境和提供创新动力的重要手段，资源动员是创

业者组织资源以执行创业机会的过程。如何优化家庭系统，提升创二代的资源动员水平是商业

家族基业长青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本研究基于“结构—互动—功能”框架，采用fsQCA方法，从

组态视角分析了家庭系统与创二代资源动员的关系。研究发现：（1）单个家庭要素并不构成高

水平资源动员的必要条件，良性组合的家庭系统才能产生高水平的资源动员；（2）父母提供创

业辅导加情感支持的独生子女家庭，或鼓励子女另立门户的多子女家庭，更容易产生高水平的

资源动员组态；反之，代际情感疏离加父母放任试错的独生子女家庭，或引发子女间资源竞争

的多子女家庭，更容易形成非高水平的资源动员组态；（3）导致高水平资源动员的家庭因素组

合，并不是非高水平资源动员家庭因素组合的反面，这种因果非对称性显示了家庭系统复杂

的、异质性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引入组态视角，探究家庭多要素组合对于创二代资源动员的影

响，揭示家族培养高水平继任者的多重路径，具有理论指导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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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代际创业是延续家族创业、创新精神，整合家族资源，鼓励后代创造新业务、财务和社会价

值的过程（Zellweger等，2012；吴炳德等，2017a）①。资源是影响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但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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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鉴于家族企业研究已经习惯把family business称为家族企业，family在中文有家庭和家族两个相似意思，为使文字表达更为顺畅，本研
究将交替使用家族和家庭这两个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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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用的资源并非给定，它需要创业者展开搜索行动，确定资源的范围、来源和种类，采取适当

的措施，获取资源控制者的同意，从而转移和使用这些资源（Clough等，2019）。创业资源动员

（mobilization）能力，即搜索、接近和使用这些资源的能力，受创业者成长环境，特别是家庭环

境的影响（吴炳德等，2017a；Wang和Zhang，2022）。家庭不仅可以提供创业所需资源，而且可以

塑造创业者的认知和价值取向（Rogoff和Heck，2003），创业者可以在家庭的日常交流、资源分

配、社会交往等活动中潜移默化地习得各种资源搜索、组织和使用方式（窦军生和贾生华，

2008；Jaskiewicz和Dyer，2017）。
创二代的家庭环境提供了一个考察家庭系统对创业资源动员影响的理想情境（Olson等，

2003；Combs等，2020）。以往的创业资源动员研究主要关注通过市场逻辑、采用正式契约治理

的财务资本等资源的动员，忽视了通过非市场逻辑、采用非正式治理的各种创业资源动员（吴

炳德等，2017b；Clough等，2019）。创二代所在的商业家族拥有与家族企业互通的资源管道

（Aldrich和Cliff，2003），家族成员之间大量采用利他主义等非市场逻辑的、信任基础的资源动

员方式（陈凌，1998）。这种家庭环境，既能为子女提供较为丰富的有形资源和商业信息（Au等，

2013；Colli等，2013），也能培养和训练子女的商业思维和资源动员能力（Reay等，2015）。这种

影响并非同质的（Jaskiewicz等，2017；Daspit等，2021），家庭系统的复杂性使得考察其对创二代

资源动员能力的影响成为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工作（Jaskiewicz和Dyer，2017），需要综合考虑家

庭结构、功能和关系等的影响（Combs等，2020）。
在家庭的诸多组成成分中，家庭结构是一个可见度高、又具备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视角

（Jaskiewicz等，2020）。通过这个切入点，能够联动考察家庭关系、家庭沟通等家庭系统的综合

影响。现有研究已经认识到家庭结构对创二代资源动员行为产生了影响，但是大多数研究将代

际涉入等单个要素（Zellweger等，2012；Cherchem，2017）视为影响创二代资源动员行为的关

键，而对家族这样一个由多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的认识还不够充分（Jaskiewicz等，2020），因此

无法全面解释何种类型的商业家族可以培养出高水平资源动员的创二代。应该借助家庭科学

理论（李新春等，2020），将家庭多重要素的交互作用视为整体（Daspit等，2021；Rondi等，

2018），以揭示家庭系统对创二代资源动员能力的影响机制（王爽等，2020；吴炳德等，2017a）。
本研究以资源动员理论和家庭科学理论为基础，以构成家庭系统的“结构（structure）—互

动（interaction)—功能（function）”三维模型为分析框架（以下简称：SIF），讨论“何种家庭系统有

利于促进创二代的资源动员”这一问题。采用fsQCA分析方法，基于对22个商业家族的问卷调

查和访谈，归纳影响创二代资源动员水平的多重家族组态构型。经分析总结，本研究发现了两

种产生高水平创业资源动员的家庭系统动力路径，分别是“独生子女家庭—父母辅助鼓励型”
和“多子女家庭—子女另立门户型”，以及两种非对称①的、产生非高水平创业资源动员的家庭

系统动力路径，分别是“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疏离放任型”和“多子女家庭—子女资源竞争型”。
这些发现为家庭科学理论解释代际创业现象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促进了创业资源动员

前因研究从单一、分离的状态发展到多因素、整合的系统状态，提出了非对称、多路径、相互依

赖的前因模型，显示了创业资源动员理论和家庭科学这一交叉领域的巨大理论潜力。

二、  研究现状与研究框架

（一）家族异质性研究

家庭科学研究发现，原生家庭对子女的职业发展（Whiston和Keller，2004）、婚姻

（Sabatelli和Bartle-Haring，2003）等个体行为和倾向有重要影响（吴雨薇，2017）。Hampson 和

①非对称性是指导致特定结果出现的前因条件的反面，并不必然导致反面结果出现（伯努瓦•里豪克斯和查尔斯•拉金，2017）。非对称性
的解释强调因果复杂性，对非黑即白的二元论视角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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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vers（2019）在Beavers 家庭系统模型（Beavers和Voeller，1983）基础上提出了主要包括家庭

结构和互动模式的家庭功能评估模型，其中，家庭结构包括性别比例、成员数量等指标，互动模

式包括关系（凝聚力与适应力）、沟通、承诺等指标。“SIF”框架提供了一个理解家庭系统影响家

庭成员能力和行为的工具，在本研究中，子女数量，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的独生子女现

象，对家庭的互动和资源配置实践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家庭规模作为家庭结构

的显性指标，参考评估模型（Hampson和Beavers，2019），以凝聚力、适应力、沟通、承诺这四个

角度评估家庭的互动模式，当家庭结构和互动模式彼此匹配，家庭功能将能得到正常发挥。将

该模型应用于家族对创二代资源动员的影响机制研究，是将家族资源动员视为家庭功能的一

种表征形式。这个模型能够兼顾家庭结构与互动模式多要素组合，综合考虑家庭在子女资源动

员能力培养上的复杂前因特征。

（二）资源动员理论

创业资源动员是指创业者组织资源以执行创业机会的过程（Clough等，2019）。它主要关注

对企业整个生命周期和演化有重要影响的早期阶段，当前的研究主要来自创业管理和家族企

业这两个不同的学术领域（吴炳德等，2017b；王扬眉，2019）。在创业管理领域，学者们主要关注

创业者如何以市场逻辑（Hallen等，2014）、正式契约（Boeker和Wiltbank，2005）来获取财务资本

（Dushnitsky和Shaver，2009）。这个流派的研究忽视了创业资源的多样性、资源接触的非市场逻

辑和资源转移的非正式治理等问题（陈凌，1998；Clough等，2019），家族企业创业研究部分弥补

了上述不足（Aldrich和Cliff，2003）。
创业者嵌入于家庭之中（Aldrich和Cliff，2003），家庭是创业之火的“氧气”，它为创业者提

供了大量的创业资源（Rogoff和Heck，2003）。不同家庭因素塑造了不同的商业家族（Combs等，

2020），从创业团队组成（Ruef等，2003）、财务资源的供给（Romano等，2001）到社会资本的注入

（Chua等，2011），都显示出家庭对创业者的资源保障产生的重要影响。来自商业家庭的创二代

拥有比其他创业者更丰富的资源潜能，但由于资源范围和类型天然具有可变性和模糊性，从潜

能到实际使用，子女的搜索、接触和转移资源的能力就显得很重要，但家庭对这一能力的影响

还是一个未知领域。

（三）研究框架

在家庭科学研究中，家庭结构、关系和功能是组成家庭系统的基石（Olson等，2003），也是

观察家庭系统正常或失常的基本视角（Jaskiewicz和Dyer，2017；Combs等，2020），“结构—互动

—功能”正逐渐成为家族企业异质性研究的重要框架（王爽等，2020）。
中国独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中国商业家族带来深远的影响（吴炳德等，2017a；陈凌，

2019），在当前的商业家族中，子女的数量是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结构变量和给定变量，也是影

响创二代可获资源潜能的重要因素（Chen等，2018；Wang和Zhang，2022）。家庭的互动模式是

家庭关系的行为表现，是影响创二代能否以及如何获取资源的前置因素（Lansberg和
Astrachan，1994；陈士慧，2016；陈士慧等，2016a）。家庭结构与家庭互动模式共同塑造了创二代

资源动员能力的潜能、路径和实际表现（王爽等，2020；Wang和Zhang，2022）。本研究以结构、互

动和功能作为基本框架（见图1），能够提供家庭对创二代资源动员能力影响的组态答案。

三、  研究方法

（一）定性比较分析法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是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它将定性研究相关的深入分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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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分析提供的外部效度相结合，从而有效地允许跨案例的实质性比较（Ragin，2009）。鉴于本

研究问题的特性以及22个家族样本数据，本研究采用fsQCA方法。原因在于：第一，QCA改变了

聚焦于变量层面的分析思路，提出变量组合的分析思路，用整体认识和组态思想帮助人们认识

世界（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杜运周等，2021）。组态视角非常适合用于解释家庭系统的组合变

量的作用（王爽等，2020），家族是人类最古老的协作组织（陈凌，1998），研究家族应该考虑家族

关系、沟通、承诺等多维度的整合影响（陈士慧，2016；Combs等，2020），条件组态视角将家族创

业研究推入“集合”分析的时代（Pittino等，2018；Waldkirch等，2021），形成更具现实性的创新解

释。第二，QCA在选择中小样本的案例时，需要保证案例总体的充分同质性和案例间的最大异

质性（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并达到案例数量和条件数量之间良好的平衡，即通常在10到
40个案例中，选择4到6个前因条件（伯努瓦•里豪克斯和查尔斯C. 拉金，2017）。本研究在确保信

度和效度的前提下，收集了22个商业家族的信息，包括家族结构、家族沟通等5个前因条件，这

符合QCA方法的数据要求。第三， QCA是案例导向的，通过组态方式分析和处理数量有限的复

杂案例（伯努瓦•里豪克斯和查尔斯C. 拉金，2017；查尔斯C. 拉金，2019），学者可以通过回溯案

例或咨询专家来进一步阐明案例的独特之处或改进相关数据（Douglas等，2020），通过同时分

析多个前因条件对引致特定结果的复杂原因做出合理解释(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为分析家

庭多因素的耦合作用提供了可能。
 
 

家庭互动
—关系
—沟通
—承诺

家庭功能
—创二代资源动员

家族组态构型

家庭结构
—独子女
—多子女

图 1    家族异质性的“结构—互动—功能”理论框架
 

（二）数据及校准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依托浙江省非公经济研究基地和宁波大学中澳MBA校友会的网络资源展开，团队

于2019年正式设计问卷和访谈提纲开展系列调研，预调研以参与“新生代企业家创业精神”培
训项目的近十位家族创二代为主，根据反馈进行了至少两轮题项调整。其后，研究团队于

2019和2021年在浙江、湖南等民营经济发达区域进行两轮数据收集，第一轮以问卷和正式访谈

为主，第二轮以正式访谈和非正式沟通为主。每个创二代都受邀填写了问卷，同时使用来自家

族一代和非家族高管等访谈数据对创二代的数据可靠性进行三角验证。此外，作者还借助二手

数据如上市公司报表、公开新闻报道等进行信息补充。考虑到样本典型性（创二代性别、创业表

现、家族关系、家庭结构等）和数据完整性以及“理论饱和”（即增加样本访谈数量，也不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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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于该研究问题的新见解）等多种原因，最终有22个样本进入分析（基本信息见表1）。在数

据分析过程中，研究团队也多次回溯访谈，在专家指导下对数据结果进行优化，最终形成理论

驱动下的创新发现。

表 1    基本信息

编
号

性
别

年龄 学历
家族
结构

家族
主业

主业
销售
额（亿
元）

创二
代创
业意
愿

创二代创
业主要目

标
新创业务

成立
年份

新业务经营情
况及绩效

访问对象

1 男 1993 本科 3 房产
销售

6.00 低 父辈认可 广告设计 2017 从事房产策划
与销售的定制
化服务，市场竞
争激烈，项目尚

未盈利

SEN（1）
JUN（1）
NFM（1）
FM（1）

2 男 1993 本科 4 房地
销售

5.00 中 父辈认可 项目运营 2018 在接班一年以
后有了自己的
团队，已开拓新
项目，运营正常

JUN（1）
NFM（1）

3 男 1988 本科 3 饲料
加工

3.00 高 事业品牌 养殖业 2018 项目处于投入
期，规模较小，
员工多为临时
工，盈利一般

SEN（1）
JUN（1）
NFM（1）

4 女 1983 研究
生

3 服装
制造

未知 高 事业品牌 服装设计 2009 全面接手研发，
打造西南服装
第一品牌，搬迁

新厂房

SEN（1）
JUN（1）
NFM（1）

5 男 1990 本科 4 制造
业

0.25 高 经济套利 医疗器械
销售

2014 盈利表现一般 JUN（1）
NFM（1）

6 女 1991 本科 5 制造
业

0.26 高 经济套利 塑料制品
销售

2016 年产值增速
30%，购入新场
地、细分行业第

三

SEN（1）
JUN（1）
NFM（1）

7 女 1987 本科 5 制造
业

0.20 中 父辈认可 电子商务 2012 前期持续亏，目
前少量盈利

SEN（1）
JUN（1）
NFM（1）

8 女 1971 高中 4 制造
业

0.80 中 经济套利 电加热器 1996 年盈利300万左
右，购入新厂房

SEN（1）
JUN（2）
NFM（3）

9 女 1994 本科 3 美发
电器

0.10 高 事业品牌 洗发水 2017 年盈利200万，
天猫细分类目

前三

SEN（1）
JUN（1）
NFM（1）

10 女 1994 研究
生

3 天使
投资

2.00 中 父辈认可 服装外贸 2018 成立新部门，开
拓欧美市场，建
立与多个知名

品牌合作

SEN（1）
JUN（1）
NFM（6）

11 男 1984 研究
生

6 水力
发电
厂

未知 中 经济套利 网站设计 2016 创业项目关闭，
回归家族企业

JUN（1）
NFM（1）

12 男 1990 本科 3 服装
销售

0.70 低 父辈认可 农业 2014 回本，少量盈
利，年销售额

1 000万

SEN（1）
JUN（1）
NF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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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测量与校准

创业资源动员能力目前尚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测量量表或表征指标，因资源拼凑需要极

高的创新和组合能力，是动员能力的高级表现形式，因此，本研究采用祝振铎和李新春（2016）、
祝振铎和李非（2017）与Senyard等（2009）开发的资源拼凑量表来表示创业者的资源动员能力，

题项包括“我们通过整合企业现有资源，可以成功应对任何新的挑战”和“我们通过整合原本并

非用于这一计划的资源以成功应对新的挑战”等8个李克特题项。

根据环状模型理论（Olson，2000）和家族关系的相关研究（Lansberg和Astrachan，1994），凝

 

表 1  （续）

编
号

性
别

年龄 学历
家族
结构

家族
主业

主业
销售
额（亿
元）

创二
代创
业意
愿

创二代创
业主要目

标
新创业务

成立
年份

新业务经营情
况及绩效

访问对象

13 男 1986 本科 6 交通
运输

1.50 高 事业品牌 交通运输 2016 投入期，正常运
营

JUN（1）,
NFM（1）

14 女 1996 本科 3 制造
业

0.50 高 事业品牌 洗护用品
外贸

2018 疫情导致洗手
液业务销售剧
增，2020年产值

1.5亿左右

SEN（1）
JUN（1）
NFM（1）

15 男 1987 大专 4 制造
业

2.60 中 经济套利 包装业 2009 红海市场，业务
近三年呈现萎

缩

SEN（1）
JUN（1）
NFM（1）

16 女 1988 本科 3 服装
制造

未知 中 经济套利 化妆品制
造

2012 因疫情业务暂
停，已投入百万

无回报

SEN（1）
JUN（1）

17 男 1974 本科 4 制造
业

1.50 高 事业品牌 电子器件 1999 尚未找到新的
增长点，成长瓶

颈期

JUN（1）
NFM（1）

18 男 1987 研究
生及
以上

4 制造
业

0.20 中 经济套利 软件代理 2016 新成立汽车销
售平台，盈利尚

可

SEN（1）
JUN（1）
NFM（1）

19 男 1988 本科 3 服装
制造

0.30 中 父辈认可 教育 2016 目前刚达到盈
亏平衡状态，着
手准备创建个

人品牌

SEN（1）
JUN（1）
NFM（1）

20 男 1989 研究
生

5 制造
业和
房地
产

6.00 高 事业品牌 电力服务 2017 投入期，正常运
营

JUN（1）
NFM（1）

21 女 1987 研究
生

3 制造
业

2.50 高 父辈认可 农业 2013 正常运营，盈利
尚可

JUN（1）
NFM（1）

22 女 1983 本科 5 袜业
制造

1.50 中 事业品牌 珠宝设计 2011 专业领域知名
设计师，年销售

额2000万

SEN（1）
JUN（1）
NFM（1）
FM（1）

　　注：SEN代表senior家族一代， JUN代表junior家族创二代，NFM代表non family manager非家族高管，
FM代表family members家族成员，后面括号里的数字代表访问的人数；家族结构列的数字表示商业家族
中父母和孩子的数量之和；创二代创业意愿的高低以其自我评价对创业的喜好程度进行1～7打分，
1～3分为低分，4～5分为中分，6～7分为高分；创二代的主要创业目标以访谈中的自我描述为主，在父辈
认可、经济套利、事业品牌三个类别中，取类似表述最多的作为主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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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表示家族成员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用“我们会定期召开家族会议”“我的家庭氛围非常和

谐”等3个题项测量；适应力表示家族能否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调整角色关系、领导方式，

用“我与家族成员能在会上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家族成员有不同意见时能够进行（平等）争

论”等4个题项测量（Lansberg和Astrachan，1994）；沟通是对家族成员的聆听技能、对话技能、自

我表达等方式进行评估，用“我们两代人之间总是主动分享彼此的观点”“我们两代人之间很尊

重对方提出的问题或对事务的见解”等8个题项测量（高维和等，2012）。家庭结构用家族核心成

员的数目（父母和子女的个数总和）来反映；承诺用“我很看重别人对我的家族的评价”“我和家

人与企业拥有相似的价值观”等7个题项测量（Klein等，2005）。所有题项均采用1-7的李克特量

表测量，通过因子分析得到了本研究所需的原始数据，在进行归一化处理之后得到适合

fsQCA的分析数据。

校准是指给每一组集合赋予隶属度的过程，即对数据进行模糊化（杜运周和贾良定，

2017）。为使校准后的数据处于0～1之间，校准数据需要确定完全隶属点、最大模糊点和完全不

隶属点这三个临界值。本研究校准结果见表2，结果条件为资源动员，前因条件为凝聚力、适应

力、沟通、承诺、结构。本研究借鉴张明等（2019）的研究，选择1、0.5、0分别作为完全隶属、最大

模糊点和完全不隶属的阈值点。家族结构利用核心家庭成员个数来表示，根据样本的实际情

况，多子女家族规模为4~6，即2~4个子女，最小为3，即独生子女家庭，因此选择6、4、3作为校准

临界值。
 

表 2    校准信息

前因和结果
校准

完全隶属 最大模糊点 完全不隶属
资源动员 1 0.5 0

家族凝聚力 1 0.5 0
家族适应力 1 0.5 0
家族沟通 1 0.5 0
家族承诺 1 0.5 0
家族结构 6 4 3

 
 

四、  研究结果

（一）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为确定是否存在单个条件对创二代资源动员造成直接影响、检验结果集合是否为条件集

合的子集，文章在进行真值表分析之前对单个条件进行必要性检验，由表3可知，没有任何条件

的必要性（consistency值表示）超过0.9。
（二）组态分析

通过fsQCA分析可以得到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这三种解，其中复杂解是将所有逻辑余

项设置为假，没有反事实案例的解；中间解是只包含简单反事实案例的逻辑余项，是本研究重

点解析的组态解；简约解是包含所有反事实案例的逻辑余项，其主要作用是找出不允许消除的

必要条件。fsQCA利用简约解和中间解确定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其中，同时出现在简约解和

中间解中的条件为核心条件，仅出现在中间解中的条件为边缘条件。

本研究使用fsQCA3.0软件分析22个案例企业的数据，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案例阈值

设定为1；此外，本研究认为所有前因条件的存在与不存在都可能引致创二代资源动员的形成，

因此不对前因条件能否以及如何影响结果条件做出提前判断，即选择“Present /Absent”。根据

数据结果中的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呈现的结果，以及Olson 等（1983）的环状模型理论，结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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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信息，多次讨论后进行了组态划分。家族结构以客观条件分为“独子女”和“多子女”，家族功

能以资源动员的主观表现分为“高”和“非高”两组，由此呈现的2×2的四种组合尽可能地确保分

类的完备性和排他性。fsQCA分析结果如表4，下面详细分析每一种影响资源动员的组态。
 

表 3    资源动员的必要条件检测

前因条件
高资源动员 非高资源动员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结构 0.453961 0.594535 0.561748 0.689071

~结构 0.762588 0.650083 0.669455 0.534519
凝聚力 0.879401 0.773819 0.610902 0.503486

~凝聚力 0.435739 0.544554 0.725564 0.849285
适应力 0.890757 0.765489 0.628759 0.506090

~适应力 0.425264 0.550165 0.708647 0.858672
沟通 0.817782 0.788625 0.559211 0.505093

~沟通 0.486796 0.541096 0.765978 0.797456
承诺 0.734155 0.741993 0.573308 0.542705

~承诺 0.547535 0.578067 0.727444 0.719331
 
 

 
表 4    在fsQCA中实现高、非高资源动员的组态

条件

高资源动员组态 非高资源动员组态
独生子女家庭—
父母辅助鼓励型

多子女家庭—
子女另立门户型

独生子女家庭—
父母疏离放任型

多子女家庭—
子女资源竞争型

H1a H1b H2 H3 NH1 NH2
家族规模(S)   ● ●  ●

家族凝聚力(FC) ● ●  ●  ●
家族适应力(FA) ● ●  ●  ●

家族沟通(FU) ● ●   ●

家族承诺(FI) ●  ●
一致性 0.92 0.88 0.86 0.86 0.92 0.83

原始覆盖度 0.64 0.63 0.25 0.26 0.48 0.29
唯一覆盖度 0.06 0.02 0.05 0.05 0.34 0.15
总一致性 0.84 0.87
总覆盖度 0.84 0.64

●  ● 　　注： =核心条件存在； =核心条件缺失； = 边缘条件存在； =边缘条件缺失，空格表示该条件可存
在可缺失。
 
 

1.高资源动员组态分析

由表4可知共有4个组态（H1a：~ S * FC * FA * FU；H1b：~ S * FC * FA * FI；H2：S * ~ FC *
~FA * FU；H3：S * FC * FA * ~ FU * ~FI）可以提高家族创二代资源动员水平，表现出殊途同归

的特征。其中 H1a、H1b构成了二阶等价组态，即它们的核心条件一样（Fiss，2011）。4个组态的

一致性（0.92、0.88、0.86、0.86）和总一致性（0.84）均大于0.8，表明这些高阶组态可以作为解释家

族创二代高水平资源动员的路径；总体覆盖率为0.84，覆盖率用来衡量前因组态对结果的解释

程度，不存在最低门槛值（Crilly等，2012；Schenkel等，2016）。根据4个组态所展现的因素组合特

征，本研究总结出驱动家族创二代高水平资源动员形成的2条路径，具体分析如下。

组态1：独生子女家庭—父母辅助鼓励型

考虑到H1a和H1b均以独子女家庭结构和高凝聚力的组合为特征，创二代表现出较为积极

的家族资源动员行为，我们将其合并命名为“独生子女家庭—父母辅助鼓励型”。组态H1a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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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以独子女家庭结构、高凝聚力为核心条件，以高适应力和高家族沟通为边缘条件的商业家

族中创二代表现出高水平的资源动员；组态H1b表明以独子女家庭结构、高凝聚力为核心条

件，以高适应力和高承诺为边缘条件的商业家族中，创二代表现出高资源动员水平。其中，沟通

和承诺具有替代效应。

创二代能够从家族中获得的情感性和工具性两种支持形式。相较多子女家族，独生子女更

容易被视为家族事业的唯一继承人，由家族提供培养机会和关键资源作为子女创业的工具性

支持，但工具性支持需要适当的情感性支持作为辅助。新创企业成长的过程中，子女在家族企

业的角色和地位也容易发生变化，与父辈的关系和角色也理应得到调整，否则极易引发冲突。

适应力强的家族更容易调整权力结构、角色关系和互动方式来应对环境变化和企业成长带来

的压力。此外，相较多子女家族，独生子女更容易将家族事业视为自己的事业，使个人目标兼容

于企业目标，也愿意为家族企业发展付出额外努力，他们对现有资源进行创造性的利用，为企

业寻求新的出路。对于家族而言，要引导子女但不主导子女的发展方向，保持适当水平的情感

支持来辅助工具性支持。这也意味着，创二代可以获得来自家族的情感支持，也避免创二代过

于在意家族而被家族需求所束缚。该组态对应的典型案例是9号企业，JUN 9是家中独女，大学

期间就创立一家知名洗发水品牌，家族经营一家年产值上亿的美发类电器企业，家庭关系融

洽，她自幼喜欢和父母分享日常和商业见闻。父母非常重视培养她的经商意识，“从小学起就带

她参与国际行业展会 ”（SEN 9），学习相关行业知识。家族长期的商业熏陶使JUN 9对洗护配方

以及产业运营方式烂熟于心，“我就是天生知道这些，也不知道做这些有什么困难的 ”（JUN
9）。就读于国外大学期间，JUN 9通过向当地发廊推销家族美发产品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随后她“敏锐地发现可以借助在美优势，成立一家美国本土洗护品牌”（JUN 9），并借助父辈“在
国内的供应链提供半成品，并在美国灌装、生产、销售 ”（SEN 9）。事实证明，她对创业机会的把

握十分准确，这个品牌成为一家美国本土的新锐洗护品牌。2019年回国后，她发现中国国内洗

护行业未有消费升级，市场上多是宝洁、欧莱雅等采用线下超市销售的品牌，符合年轻人喜好

的洗发水产品很少。因此，她将该品牌以美国产品进口的方式引入网络销售，“用高质量的原料

配方和年轻化包装成功吸引95后女性顾客，以小红书、抖音带货等方式引流 ”（NFM 9）。值得

一提的是，家族除了提供启动资金以外，还在企业里设立专门的发货部门，由家族企业员工和

新公司员工共同包装发货。目前，“品牌进入市场两年来，在天猫上已做到细分行业前十，销售

额一直持续高速增长 ”（JUN 9），“前期投资已经收回，2021年上半年成为爆品 ” （NFM 9）。
组态2：多子女家庭—子女另立门户型

考虑到H2和H3均以多子女和家族互动中的要素不均衡组合为特征，创二代均呈现出离开

家族企业、另立门户的行为或偏好，我们将其合并命名为“多子女家庭—子女另立门户型”。
组态H2以多子女家庭结构、低适应力为核心条件，以低凝聚力和高沟通为边缘条件，这样

的条件组合导致创二代表现出高水平的资源动员。在低凝聚力和低适应力的多子女家族中，家

族成员之间关系较为松散，集体活动较少，且家族成员不愿意拘泥于特定的家族角色。这虽然

降低了创二代能够获取的家族情感资源，但也避免了创二代被家族所束缚。此外，良好的家族

沟通一方面有助于创二代承袭一代创业的默会知识，另一方面又使得家族成员能够学习彼此

的经验，促进创二代实现高水平的资源动员。

该组态对应的典型案例是22号企业，家族企业由一代夫妇共同创立，主要从事袜业生产，

父亲退休后，母亲成为企业的主要管理者，事必躬亲，是高管口中的“精细管理者”（NFM 22）。
JUN 22是长女，家族中有两女一子，均放弃接班，在母亲的眼中，“子女是自己最大的弱点 ”
（SEN 22），她非常关爱自己的子女，培养子女不遗余力，但是在子女眼中并“不得法”。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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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22的兴趣在珠宝设计而非企业管理，但是在母亲的强力干预下，早年她必须搁置自己的

爱好，回归家族帮助母亲，否则“我妈说企业破产了，弟弟妹妹就没钱花了 ”（JUN 22）。22号家

族呈现出高强度的沟通，但非高凝聚力和适应力的状态，即有沟通但无效果。母亲将JUN 22带
在身边培养，希望复制一个“自己”的想法并不成功，母女冲突频发，“我很难成为妈妈那样的微

观管理者 ”（JUN 22），“她做了一些外贸工作，但是没有什么起色 ”（SEN 22）。JUN 22最终选择

离开家族企业，独立创立自己的珠宝品牌工作室，但是她仍然与母亲和家族企业保持紧密的沟

通，“家族成员可以互相利用对方的技能、知识、网络和资源 ”（FM 22），JUN 22也通过母亲的企

业家网络开发有珠宝设计需求的客户群体，目前企业规模已经从5名员工增长到20名，是古董

收藏圈内小有名气的珠宝设计品牌。

组态H3表明，以高适应力和低沟通为核心条件，以多子女家庭结构、高凝聚力和低承诺为

边缘条件。高凝聚力和高适应力的多子女家族中，家族成员关系紧密且愿意主动调整个人角色

以适应家族需要，这有助于创二代获得家族工具性资源。较低的家族沟通虽然阻碍了创二代获

取父辈的创业默会知识，但也使创二代不会被家族经验所限制。同时，较低的家族承诺使得创

二代倾向于把家族企业看作是彼此互利的资源池（resource pool），从中获取资源以实现个人成

功，同时也反哺家族企业。

该组态对应的典型案例是13号企业，家族企业由一代夫妻共同创立，现在有两个儿子，均

已成家。家族考虑“分槽喂养”，选择长子接班，支持次子独立创业。在JUN 13的眼中，与高中毕

业去当兵而后接班的哥哥相比，自己有海归学历也有能力，可以先去外面“闯一闯”（JUN 13），
他对创业非常感兴趣，不希望依靠“父母家业 ”，认为家族事业更多是一种后备的支持力量，他

也感恩于家族的精神支持，“我哥会说，哪怕你失败了，回来我们兄弟联手再做也没事 ”（JUN
13）。对于父母，他认为“父母是精神榜样，他们非常勤奋，也让我知道要成就事业需要在外面多

跑多看  ” （JUN 13）。经过多方调研，他选择从事地暖水管代理，一方面该产品可以由亲友工厂

作为供应链，提供快速且高质的产品，另一方面该行业目前定制性比较强，毛利率不错，但没有

成熟的品牌，导致客户选择盲目。JUN 13认为，这是“在原有的红海市场中开辟出一个小蓝海 ”
（JUN 13），也“帮助原有竞争激烈的家族事业寻找出一条新路 ”（JUN 13），目前JUN 13的项目

运转良好，年销售额相比较2019年已经翻了两倍，员工数量也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通过对几组高资源动员组态进行对比分析，本研究发现H1的覆盖度最高为64%，即多数

创二代是通过第一条路径实现了高资源动员。组态H2和H3的覆盖率分别为25%和26%，说明

驱动创二代实现高水平资源动员的路径具有多样性。

2.非高资源动员组态分析

由于QCA方法具有因果不对称的特点，影响创二代高资源动员的因素组合的反面，并不

必然导致创二代表现出非高资源动员，本研究将进一步探索影响创二代非高资源动员的原因。

由表4可知，影响创二代非高资源动员的组态有2条（NH1：~ S * ~ FC * ~ FA * ~ FU、NH2：
S * FC * FA * FU * FI），也表现出殊途同归的特征。2个组态的一致性分别为0.92和0.83，表明

这些组态可以作为解释家族创二代非高水平资源动员的充分条件。非高资源动员组态解的总

一致性为87%，即同等组态下的家族企业中，87%的家族企业创二代表现出非高资源动员特

征，模型解的覆盖度为0.64。
组态3：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疏离放任型

组态NH1说明以低适应力、低沟通为核心条件，以独子女家庭结构和低凝聚力为边缘条件

的商业家族中，创二代表现出较低的资源动员水平，我们将其命名为“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疏

离放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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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来自独生子女家庭的创二代往往能够得到来自家族的工具性资源支持，但如果

家族关系较差，创二代无法通过互动来获得家族情感支持，同时家族关系的疏离让创二代无法

吸纳来自一代的默会知识等，均会成为创二代资源动员的不利要素。该组态对应的典型案例是

1号和3号企业。

以3号企业为例，父子二人自幼就“很少聊天和表达情感，唯一沟通是在办公室里一对一地

汇报工作 ”（JUN 3）。JUN 3虽然身在家族企业内部，但并没有介入主业饲料生产，而是被父亲

安排直接上手新业务“生猪养殖”。初入养殖场时，JUN 3并没有被SEN 3赋予合法身份，更多以

“老板的儿子”这一身份进行管理，JUN 3笑言，“我爸的企业可能不想传给我，而是传给我儿子

吧 ”（JUN 3）。过往成功经历让SEN 3非常重视已有经验在JUN 3的新业务流程中的使用，但

JUN 3认为，“即使他（SEN 3）的部分意见有价值，但由于生猪饲养的防疫、流程等问题，饲料的

经验无法直接应用到养殖里 ”（JUN 3），两代人很容易因为“意见相左而在业务会议上当着下

属产生分歧 ”（NFM 3）。目前，为了避免正面冲突，JUN 3及其团队选择“忽视”SEN 3的意见，

“他(SEN 3)提他的，我们按我们的干 ”（JUN 3），由此产生的问题让两代人的冲突不断加剧。目

前，创二代刻意回避父辈，甚至屏蔽父辈的社会资源，试图以自身资源来发展相关事业，同时由

于行业周期问题，他所在的生猪养殖业务增速较慢，员工数量有限，发展受局限。

与此类似，1号家族企业是当地知名的房地产代理商，已在新三板上市，JUN 1在家族企业

中成立广告设计分公司并全面负责。与父辈长袖善舞的性格相比，他承认，“性格内向，不太擅

长与人交往，做父亲的儿子心理压力特别大 ”（JUN 1），被母亲评价“能力上达不到父亲的10%”
（FM 1），“对父辈更多是尊重，敬而远之 ”（JUN 1）的相处态度。在JUN 1从事的新业务上，SEN
1虽然提供所需资源，默许母公司业务与其合作，但也体现出完全不插手的“放任”态度，因为

“一代觉得自己成长过程中也是这么（没人管）过来的 ”（NFM 1）。但实际上，创二代太过于“重
视在父辈心目中的形象，害怕失败引发父辈不满，对新业务的尝试感到胆怯 ”（NFM 1），自幼

优越的生活环境让他缺乏匮乏感，在发展业务能力上，很难及时抓取到发展所需要的关键机会

和信息，导致其经营多年的分公司业务并无起色。换而言之，疏离的情感关系让父辈未能帮助

子女找到发展自身所需要的工具性资源，而是放任子女“试错”耗费过多精力，“创二代的能力

被创二代的角色耽误了 ”（NFM 1）。
组态4：多子女家庭—子女资源竞争型

组态NH2诠释了以多子女家庭结构、高凝聚力和高承诺为核心条件，以高家族适应力和高

家族沟通为边缘条件的商业家族中创二代表现出较低的资源动员水平，我们将其命名为：“多
子女家庭—子女资源竞争型”。

企业主作为一“家”之主往往占据着家族和企业中最为核心的位置，对资源配置拥有绝对

的话语权（Cabrera-Suárez等，2001；窦军生和贾生华，2008），在多子女家庭中也决定着子女能

够从家族中获取的工具性资源数量。在高凝聚力、高适应力、高沟通、高承诺的商业家族中，代

际间的良好关系有助于创二代获得更多的情感资源，同时也为创二代利用“情感绑架”来争夺

家族资源提供了渠道。当创二代的重心放在资源攫取而非资源利用上时，很有可能产生非高水

平的资源动员。

该组态对应的典型案例是7号企业，这是一家由家族经营的、年产值上亿的制造企业，JUN
7从 2013年起租用家族场地，独立经营电商业务，尚未回本。SEN 7在访谈中指出，“我担心子女

败家，用人权和财务权还是要在自己手里 ”（SEN 7），“包括父母和3个子女在内，股份五人均分

 ”（SEN 7），但是实际上，长女和次女都默认，SEN 7 夫妇所持有的共计40%的企业股份会留给

弟弟，即家族企业的控制权（60%）会交给弟弟。当未来资源将由选中的其他继任者接手、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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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高度集中在SEN 7手中，且缺乏规范的资源取用规则时，与一代关系的亲密程度就成为攫

取家族资源的主要条件，这容易在子女之间引发争夺资源的“角力”行为。

作为家族次女，JUN 7重视家族关系的融洽，以家族事业为傲，她觉得自己“还在学习过程

中，还是没有成功”。她的起步资金都来自SEN 7，“电商非常烧钱，做个推广，几十万下去都没

有个泡 ”（JUN 7），但是她认为，“这是我爸帮我交的学费”（JUN 7），但在SEN 7看来，子女缺少

金钱匮乏感反而让他很头疼，“我觉得很奇怪，他们亏了几百万不心疼 ”（SEN 7）。此外，JUN
7选择家族企业的场地办公，子公司的场地租金、水电、财务等费用由SEN 7承担，“我跟我爸的

财务说，等我有钱了再还 ”（JUN 7）。可以看出，处于创业早期时，JUN 7并未用市场化方式来经

营，没有尽力改进业务，而是尽力攫取家族资源。同时，家族融洽只存在于非业务性事件中，一

旦涉入业务性资源的交互，家族内部原有的系统平衡将会被打破，良好的家族关系和沟通并不

能促进家族资源转化为创业动力。

通过对比以上两种组态（NH1：~ S * ~ FC * ~ FA *~ FU、NH2：S * FC * FA * FU * FI）发
现：单个家族因素存在或缺失并不构成结果出现的必要条件，必须与其他因素进行组合才会导

致结果的发生。非高组态的两条路径覆盖率分别为48%与29%，也表现出殊途同归的特征。

（三）组态结果讨论

本研究发现，商业家族可以为创二代提供工具性资源支持和情感性资源支持，家庭状态影

响这两种资源支持的供给和组合，适度的支持组合将推进资源的良性循环而非恶性竞争，这是

创二代开展高水平资源动员的必要条件。其中，家族结构导致来自不同商业家族中的创二代在

资源动员过程中对资源的需求具有异质性，如果家族只提供工具性支持而缺乏情感性支持，将

导致独子女的疏离放任，如果家族只提供情感性支持而缺乏工具性支持，将导致多子女之间的

资源竞争。本研究按照家庭提供的资源类型与创二代资源动员过程中需要的资源类型将家庭

影响创二代资源动员的路径整合成四种类型（图2）。
 
 

组态3：
独生子女家庭—父母

疏离放任型

组态2：
多子女家庭—子女

另立门户型

组态1：
独生子女家庭—父母

辅助鼓励型

组态4：
多子女家庭—子女

资源竞争型

家
庭
提
供
的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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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性资源

情感性资源

情感性资源

创二代需要的资源

工具性资源

图 2    家庭影响创二代资源动员的路径
 

独生子女家庭中，父辈的“子承父业”心理使得家族更容易将工具性支持聚集在独生子女

身上，但是如果缺乏情感性支持的辅助，过高的工具性支持，反而会为缺乏经验的创二代带来

沉重的心理负担，甚至产生冲突，导致工具性支持无法得到有效的使用。只有当家族采取辅助

而非放任的方式，同时提供工具性支持与情感性支持，“扶上马且送一程”（祝振铎等，2018），才
能帮助创二代达到高水平的资源动员；多子女家庭中，企业主往往为子女提供充足的情感性支

持以维持家族和谐，现实情况中，家庭培养多位子女在企业内实现资源共享、和平共事是一种

极难实现的理想状态，更容易发生的是子女借助情感性支持，争夺父辈的宠爱以获得更多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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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性支持，最终导致创二代过多关注资源分配是否公平，而非资源利用是否高效。因此，有远见

的商业家族会考虑子女分别控制不同产业来实现“分槽喂养”（陈凌，2019）。当子女对家族企业

的承诺不高，留在家族企业中工作的意愿不强，或者子女只愿意与家族保持松散的情感联系

时，他们可以借力家族资源，但又不被家族过往的创业经验所束缚，更容易达成高水平的资源

动员。因此，“另立门户”成为来自多子女家庭的创二代的更优选择。

五、  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原生家庭对创业者的行为和倾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研究基于家庭评估模型（Beavers
和Voeller，1983；Hampson和Beavers，2019），推进了“结构—互动—功能”的分析框架（王爽等，

2020）。以22位来自家族企业的创二代的访谈和问卷为样本，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

（fsQCA），综合讨论家族异质性对创二代资源动员水平的组态效应，总结了两条导致创二代高

水平创业资源动员和非对称的两条非高水平创业资源动员影响路径：以独生子女家庭结构、良

好的家族凝聚力和适应力构成的“独生子女家庭—父母辅助鼓励型”，以多子女家庭结构和家

族互动要素不均衡组合构成的“多子女家庭—子女另立门户型”，为高水平影响路径；以独生子

女家庭结构和欠佳的家族互动构成的“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疏离放任型”，以多子女家庭结构、

良好的家族互动构成的“多子女家庭—子女资源竞争型”，为非高水平影响路径。

（二）理论及方法贡献

上述四条路径显示了家庭系统对创业资源动员影响的非对称性、多路径以及各因素之间

的相互依赖性。该发现从以往以代际涉入等单一要素的研究（Cherchem，2017）进入到全局、系

统性的家庭因素前因研究，单个家族因素不是产生良好创业行为的充分条件，甚至不是必要条

件，只有合理配置的家庭系统才能产生良好的动员效果。这个结果有助于澄清对家族企业传承

困境的理解，呼应了学者们更多关注家庭科学理论的号召（李新春等，2020），将家庭多因素的

交互作用作为整体进行考察（Daspit等，2021），展示商业家族的异质性和丰富性。

研究发现也推进了创业资源动员的理论发展。本研究将资源动员的应用情景扩展到家族

企业之中，展示一种特殊的创业者嵌入情境，即“家族”的内部状态，及其对创二代资源动员的

系统性影响，发现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对资源动员的多重组合影响，这一研究发现为

Aldrich和Cliff（2003）和Olson等（2003）提出的创业者嵌入于家庭之中的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撑。

fsQCA为创业研究提供了一种能够揭示复杂影响机制的方法。现有研究已经关注到家庭

是由多个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也意识到家庭能够影响创二代的资源使用，但由于缺乏合适的

研究方法，学者们侧重分析单一家族要素的净效应，只能部分地解释特定类型的联动关系。本

研究利用fsQCA方法，从“结构—互动—功能”三维度综合分析家庭驱动创二代资源动员的多

重路径，描绘了家庭系统影响企业系统的作用机理，进一步发展了SIF这一家族企业异质性研

究的新兴范式。这一发现细化和延伸了Jaskiewicz等（2017）和Combs等（2020）的认识，深化了

对家族因素塑造商业家族、进而影响其所控制的家族企业的认识。

（三）管理启示

第一，发掘家族因素的综合作用机制，优化家庭系统。家族企业的基业长青需要多代成员

的投入和支持（陈凌，1998；窦军生和贾生华，2008；吴炳德等，2017a；Chen等，2018），如何扶持

创二代更好地开展代际创业，已经成为产学两界的重要议题（陈文婷，2012；Jaskiewicz等，

2015；王扬眉，2019）。资源动员水平是创二代能否带领新创企业度过“新生弱性”阶段的重要因

素（祝振铎和李新春，2016），本研究启示商业家族，发掘家庭因素的综合作用机制可以让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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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更好地协调家庭系统，家庭的结构配合适当的互动模式，创二代子女将能够发展出较高

水平的创业资源动员能力，这将有助于家族企业完成代际创业。

第二，创二代应当充分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根据家庭结构特征找到适合自己的资源动员

方式。独生子女家庭中创二代唯一继任人的身份使其容易获得来自家庭的工具性支持，创二代

应与父母进行积极的互动（陈士慧等，2016b），在家庭的情感资源帮扶下使工具性资源发挥最

大价值，实现高水平资源动员（吴炳德等，2017b；Chen等，2018）。多子女家庭中，父辈为儿女提

供丰沛的情感资源支持以维持家族和谐，但也会因此导致创二代利用情感资源进行工具性资

源争夺（陈凌，2019）。因此，创二代可与家族保持松散的联系，利用家族工具资源开辟个人事业

（李新春等，2015；李新春等，2016），更容易实现高水平的资源动员。

（四）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所提出的家庭驱动创二代资源动员的前因组态仍然存在如下局限：首先，虽然本研

究按照SIF三维度对家庭进行解构，但由于案例数量的限制，本研究涉及到的前因条件数量依

然较少。对于成员角色、生老病死等重要家庭要素没有进行考察，这有可能导致案例覆盖度的

减少。其次，本研究没有考虑到家族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环境的变化将影响创二代的资源整

合方式，这可能导致本研究的组态路径数量减少。最后，本研究未能分析多子女家庭的不同创

业可能性，比如被家族选中接班主业的子女创业，或另立门户后回归家族主业的现象等，均需

要在后续研究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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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How  to  optimize  the  family  system  and  enhance  resource  mobilization  across
generations is critical to business family.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Structure—Interaction—Function”
(SIF), this study uses fsQCA to analyze the configur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ystem and
transgenerational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 research team conducted two rounds of data collection in Zhejiang, Hunan and other well-
developed provinces in 2019 and 2021. The first round data collection was mainly questionnaires and
formal interviews, and the second round was mainly formal interviews and informal communication.
Family members were invited to fill up the questionnaire. Meanwhile, interviews from the family
generation and non-family executives were used to data triangulation. In addition, the author also used
the secondary data such as listed company statements and public news reports. Considering multiple
reasons such as typicality, integrity and theoretical saturation, 22 cases were finally chosen.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single family element does not constitute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high
level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a well-combined family factors will lead to high level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Second, only-child families whose parents adopt supportive and mentoring attitudes, or
multi-child families whose parents encourage other children to set up a new business, will be likely to
achieve a high level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On the contrary, only-child families whose parents adopt
an isolative and laissez-faire attitude, or multi-child families whose parents induce the sibling
competition for resources, will be likely to lead to non-high level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ird, the
combination of family factors leading to high level resource mobilization is not the opposite of the
combination of family factors leading to non-high level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this causal
asymmetry shows the complex and heterogeneous mechanism between family system and firm system.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figurations to explore the combined impact of family multi-factors on
transgenerational resource mobilization, reveals the multiple paths of how to nurturing the next
generations, which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reveals the asymmetry, multi-path and
interdependence of various factors of the impact of family system on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hows the heterogeneity and richness of business families. Second, it finds that
emotional support and instrumental support have multiple combined impacts on resource mobilization,
which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view that entrepreneurs are embedded in their families. Third,
using the fsQCA approach, it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multi-path of family-driven second-
generation resource mobilization from the three-dimensions of “Structure – Interaction –
Function”, further develops the new paradigm of family business heterogeneity research, and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that family factors shape business families and then affect the family business they
control.

Key words: transgener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resource  mobilization; family  science; QCA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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